
[1]该项目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能源安全与中美关系的博
弈均衡”（项目编号 09CGJ005）的阶段性成果。

[2](美)查尔斯·E·齐格勒. 中国外交政策中的能源因素[J]. 国外
理论动态, 2006(10): 40.

[3]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共计进口原油 2.038
亿吨，同比增长 14.08%，其中十大石油来源国分别是：沙特(4195.3
万吨)、安哥拉(3217.2 万吨)、伊朗(2314.7 万吨 )、俄罗斯 (1530.4 万
吨)、苏丹(1219.1万吨)、阿曼(1163.8万吨)、伊拉克(716.3万吨)、科威
特(707.6万吨)、利比亚(634.4万吨)、哈萨克斯坦(600.6万吨).

随着石油依存度持续上升，中国对外依赖的风

险日益增大，能源发展的外部环境也日趋复杂。目
前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
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和第三大
石油进口国，中国如何确保能源安全，这一命题对

世界能源格局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国外观察
家认为，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些行动表明, 中国
正利用政治、外交和经济杠杆确保通过广泛的途经
获得长期的能源供给。[2]对于能源需求日益增加、外
部依存度不断上升的中国来说，如何以新能源安全

观建立全球油气贸易体系，革新和调整国际能源战

略，是未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所面临的紧迫课题。
为此，笔者提出从以下四个方面对能源战略进行改

革与调整。

一、资源控制与权益分享的合理定位

长期以来，中国石油企业海外收购对象大都集

中在非洲、中亚和拉美等地区。公开资料显示，非洲
的苏丹、尼日利亚、安哥拉，中亚的哈萨克斯坦，拉
美的委内瑞拉，中东的沙特、伊朗、阿曼以及东南亚
的印尼和澳大利亚等国，占据了中国海外油气上游

业务的绝大部分。[3]而下游方面，中国除了在部分亚

非国家拥有或参股少量的炼油业务之外，仅在苏丹

建立了一套上下游一体化的项目。为了实现能源供
应来源的多元化，中国走出去的能源企业一般倾向

于选择尽可能实现对资源的控制权，鉴于能源问题

的敏感性，这种“以我为主”的心态往往引起资源
国的疑虑和担心。资源并购包括控股和参股两种形
式，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在资源输出国境内建立

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它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同时还受资源输出国政策的约束。石油企业跨国经
营兼有资源开发、贸易期货、跨国收购、资本融资等
多项经营内容，作为战略物质的石油常常与国家利

益、民族主义、地缘政治等复杂因素联系起来，政治

试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的改革与调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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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ection 837(a)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for Fiscal

Year 1993, P.L. 102-484, Oct.23, 1992.

风险最为集中和突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不但要经
受资源国的控制和进口国的竞争，也要面临地缘政

治的冲击和第三国的干预，而且往往会突破东道国

政府与跨国公司双方博弈的边界传统，扩大到错综

复杂的大国博弈与国际竞争中。在不确定因素增
多、复杂多变的跨国经营中，如何通过法律手段来
减少、分散和转移风险，防止风险因素通过“蝴蝶效
应”和“链条效应”向国内范围的直接传导和全球
范围内迅速扩散，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一

环。
作为资源进口大国，中国海外资源并购的主要

目标应是增加资源产出、增强国际市场竞争，而非
控制资源，这才是合理的海外资源并购政策定位。
资源开发具有投资规模大、经营期长、初期勘探成
本高的特点，从而使这类项目特别容易遭受政治风

险的打击。[1]所以，在具体操作上，必须把握时机与

方式，减轻集中购买对国际市场造成的影响，尽量

通过股权安排减轻资源国的防范和猜忌。
根据国际经验，控股或独资产权被剥夺的风险

较大。一般来说，与资源国、第三国或跨国公司合作
的风险中，控制公司风险优于控制资源风险，投资

上游风险大于投资中下游风险。中国能源企业要真
正融入国际市场，投资领域上也应该关注中下游领

域，利用对方先进的炼油技术、成熟的销售网络和
先进的管理经验，逐渐进入海外成熟市场的下游分

销领域，为中国石油业务链在海外全面发展奠定基

础。
投资形式上注重多样化。可以注资部分中央能

源开发企业，通过投资收购跨国矿业公司的股权；

也可以考虑参股或注资国际上可靠的专业化的能

源资源投资基金，与他们共同投资国际上业绩较好

的能源资源投资公司股权，投资具有增值潜力的能

源项目，间接控制海外能源资源投资的利益。此外，
还可以由主权财富基金直接到海外去大量收购能

源资源，再将收购到的能源资源以股份形式向国有

企业转让。
至于海外投资的重点，一是通过对能源产业上

下游的整合，并购产业发展瓶颈项目，整合原材料

布局、产品研发与设计等附加值高的产业链部位；
二是对能源产业高科技应用技术和管理技术的引

进，提升能源企业的效率和国际竞争能力。这样，就

能将国家财富间接转化成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长期

股权储备和能力储备，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长期需

求。
从权益分享的角度出发，作为国家外交，除了

关注国际间纵横，与政府打交道之外，还应介入海

外投资地的地方治理，直接管理投资并且参加必要

的、更广泛的援助性活动，包括协调国际非政府组
织在当地的活动，以避免当地社会危机的恶化。在
调整传统国家主权范式、适应全球化需要的同时，
要积极扩展中国的经营领域，并有选择地满足国际

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2]从相互依存的角度

看，海上运输通道和石油输出国所在地区的安全和

稳定都是社会的共同需要。参与对这些公共品安全
的维护、其使用规则和惯例的形成,也是维护中国能
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3]

二、政府支持与市场操作的优势整合

出于资源安全等多种考虑，国家发改委、国家
商务部、国资委等部门通过种种政策或法规鼓励中
国企业开展海外资源开发和并购。从上世纪 90年
代中以来，中国企业已开始走出国门，大踏步地进

入国际能源市场进行投资开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
团公司(CNPC)，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CNOOC)和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SINOPEC)是中国企业
进入国际能源市场的领头羊，已在世界各地投资开

发了数十个重大项目。由于国际社会的偏见和误
解，具有政府背景的国有企业海外并购往往因为政

治原因而被迫撤出。
199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伯德修正案》（the

"Byrd Amendment"），对以下两种情况实施调查：一
是“如果收购方是由外国政府控制或者代表外国政
府”，二是“收购可能导致在美国从事州际贸易的
人受到控制并可能影响美国国家安全”。[4]2005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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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The 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 Sec.1837.
[2]孙泽生. 海外资源并购间接促进我国的资源安全[J]. 能源周
刊，2009-08-11.

[3]徐小杰. 有效使用外汇储备开展境外能源项目投资的建议[J].
国际产业观察，2009(4): 6.

月 8日美国国会颁布的《国家能源政策法》第 1837
条要求美国能源部系统分析中国不断增长的能源

需求对美国的“政治、战略、经济和国家安全”影
响。[1]2002年俄罗斯杜马通过立法，把禁止国有股份
超过 25 %的公司参与私有化这一规定的适用对象
扩大到外国的法人和自然人，致使收购俄罗斯斯拉

夫石油公司部分股权的中石油无奈退出竞标。
从社会实践看，市场力量是人类对经济利益的

理性需求，本质是对社会资源的利用和配置。市场
力量也是一种富有弹性和穿透力的力量，它按照自

身运动的法则引导、规范、制约着各类市场主体的
行为。市场力量给予参与者大量的工商业机会，但
也无情地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不断组合市场要素。
对于国家权力的刚性和弹性，市场力量是一种较为

分散的软性力量。有鉴于此，政府的支持要仅限于
宏观性的战略支持，而在战略性、长期性和基础性
的能源项目投资中，需要通过灵活的市场运作，突

出投资的间接性和商业性。例如以专业基金方式，
开展商业化的国际投资是国际惯例，易于被国际上

专业能源基金吸收，跨国投资障碍较低，投资国际

能源公司和重大项目比较容易，可以避免目前由国

家石油公司直接投资带来的政治障碍等问题。
自 2009年 2月份以来，中国已经与俄罗斯、巴
西、委内瑞拉、安哥拉、哈萨克斯坦、厄瓜多尔等国
签署了 6份贷款换石油协议，至此中国用于贷款换
石油方面的资金总额已经高达 460亿美元。根据这
些协议，未来 15到 20年间，中国将通过向上述 6
国的石油企业提供贷款，换取每年 3,000万吨左右
的石油供应。这些均被市场视为国家开发银行利用
外汇储备支持企业走出海外的成功案例。贷款换石
油不仅让中国获得了较便宜的长期稳定的原油供

应来源，分散了外汇储备贬值的风险，还可同时实

现中国、俄罗斯、巴西等国石油进出口的多元化和
风险分散，也将有益于平抑国际石油价格，规避国

际资源金融领域过度创新带来的痛苦。
中国石油工业海外业务已遍及全球 50多个国
家和地区。与其他行业相比，石油已经成为中国“走
出去”范围最广、影响最大的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
背景下，如果企业规模弱小，就很难与世界跨国公

司进行同等量级的较量，更没有力量参与行业规则

的制定。2007年中石油、中石化两大集团总公司进

口量占 2/3。2007年中石化、中石油两大集团总公司
分别进口原油 8,635万吨和 2,339万吨，分别增长
7.9%和 27.7%，两者合计占当年中国原油进口总量
的 67.3%。2009年度《财富》500强企业中，中石化
以销售收入 2,078.14亿美元排名第 9，首次挤进前
10名行列，而中石油则以 1,811.23亿美元的销售收
入名列第 13位。但是仅靠指定国有大企业参与国
外矿产资源开发，肯定会引起大国的警惕和资源国

的戒备，明显不符合成本效益的溢价收购也加深了

西方国家对并购动机的质疑。
当前中国的海外资源并购最重大的作用是影

响并改变国际资源商品的“寡头”市场结构，以结
构变化促动资源定价格局变化，使之向有利于中国

经济平稳增长的方向变动，间接促进中国的资源安

全。[2]为此，应该鼓励更多的企业参与国际能源开发

和经营。
2007年第七次民营企业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民
营企业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约占被调

查总数的 65.4%。从长远发展看，放宽市场准入，允
许那些具备条件的企业自由进出产业，对于中国产

业发展趋向成熟并赢得国际竞争力是极其重要的。
为了充分利用境外能源资源，今后外汇储备也应考

虑支持一批具有实力和经验的民营企业。目前国内
一批民营企业已经具备较大实力，有能力开展国际

油气和矿产资源开发。它们经营手段灵活，拥有一
些战略合作机会。但是，如要进一步的投资合作，却
缺乏强大的资金后盾，因此规模偏小。建议中国投
资公司或所属的海外能源投资公司在建立严格和

完善的风险评估和监督制度下，通过商业方式，支

持有实力的民营企业 /企业集团的海外投资。[3]在当
前的金融危机情势下，为利用好资源资产价格处于

有利地位的时期，除国有企业之外，还应创造条件

鼓励国内私营和混合所有制等不同类型企业赴海

外进行资源并购，以弱化、消除资源输出国对中国
垄断能力增强的担忧，提高并购的成功率和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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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货供应与能源金融的双重保障

1993年，中国首度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但当年
的石油进口依存度只有 6%。之后的十几年里这一
数据一路攀升。近年来，中国石油消费量保持 6%左
右增幅，而原油自产量只有 2%左右增幅。进口石油
逐年增加，2006年突破 45%，其后以年均 2个百分
点左右的速度向上攀升，2007年为 47%，2008年为
49%，到 2009年突破 50%的警戒线仅仅用了 16个
年头。随着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的日益增加，石油
外汇支付屡创新高。从 2007年初 50美元一桶攀升
到 2008年初 100美元一桶，中国进口石油花费增
幅高于数量增幅。
据海关总署披露，2010 年全年累计耗资 1,

351.51亿美元，较 2009年同期大幅增长 51.4%。重
工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将促使中国石油需求

继续保持旺盛增长的势头，但国内原油产量增幅仍

不会加大。根据 2009年年初公布的《全国矿产资源
规划》作出的预测，如果地质勘查得不到加强，又不
转变目前的经济发展方式， 2020年中国原油对外
依存度将达到 60%。2009年发布的《能源蓝皮书》
更预测 10 年后中国的原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
64.5%。
长期以来，国际能源竞争主要集中在开采权与

实际控制权，但是自上世纪 70年代石油危机以及
相应的资源类期货市场建立以来，各国能源战略的

较量越来越集中于能源的定价权与标价权。随着中
国石油需求对外依赖度的提高，国际石油价格变化

和进口石油供应的中断对中国经济损害的风险越

来越大。因此，中国能源国际战略有必要实现金融
化的转变，通过建立产品、产权、资本市场以及海外
供应、生产基地，保障供应安全。
能源金融可以分为能源虚拟金融和能源实体

金融两个层面。前者是指能源市场主体在能源商品
期货、期权市场、国际货币市场以及与能源相关的
资本市场进行能源实务、期货期权、债券、汇率、利
率、股票以及相关衍生品等金融资产的套期保值、
组合投资或投机交易。后者是指能源产权主体、效
率市场和传统金融市场通过有机联络，利用金融市

场的融资、监督、价格、退出机制，培育、发展和壮大

能源产业。[1]

中国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一方面通过

设立能源投资基金，建立能源风险投资机制，引入

能源投资信托金融产品，实施能源资产证券化，构

建能源产业金融服务体系；[2]而另一方面，又能适时

建立石油期货市场，以期货、期权进行市场博弈，规
避价格风险，运用资本市场来对冲石油资源短缺。
其一，由于期货具有指导现货价格的功能，因

而一国可以通过获取能源的定价权支配能源的全

球配置。本国能源的生产和消费状况可以通过国际
性期货交易所的价格传导机制影响全球的生产和

消费，通过交易交割规则以及季节性差异等因素引

导资源向着有利于本国的方向流动。
其二，国际性期货交易所的存在，吸引着全球

大量资金和现货到该国市场交易、交割和储备，形
成强大的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保证了该国能源
安全和经济运行的安全。利用期货还可以低成本建
立现货的储备体系。以石油期货持仓作为现货储备
的补充，可以降低战略石油储备的成本，扩大持仓

量，提高战略石油储备的效率。[3]2004年 8月以来，
上海期货交易所燃料油期货的成功推出和平稳运

行，客观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切实反映我国燃料油市

场供需状况的“中国定价”，为中国建立市场化的、
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原油和成品油定价机制奠定

了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的能源金融衍生品市场的
发展依然处在起步阶段，还存在规模较小、交易品
种单一、规范性差等问题，使得市场的分散风险等
经济功能的发挥受到制约。现阶段可考虑从石油中
远期合同交易市场建设着手，逐步形成有即期现

货、中远期合同以及期货和期权等多种交易方式的
现代石油交易市场体系。
其三，逐步丰富交易品种，建立成熟石油市场，

实现石油定价市场化。
其四，积极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竞争，提

高参与国际石油期货市场的能力，避免国际油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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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给国家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以及能源受控风险，

保障国家的石油安全。
其五，推动重要石油贸易的非美元计价。在当
前金融全球化及国际货币体系不断变化整合的进

程中，一些产油国政府已开始要求其石油买家用美

元以外的货币进行结算，国际石油定价和交易货币

多样化趋势开始形成，不少国家都表示愿意接受人

民币结算方式。面对油价攀升带来的人民币升值压
力，应在石油贸易领域推动货币互换或非美元计价

等更多的贸易方式，逐步尝试“石油人民币”，尽量
规避石油美元对中国石油贸易的不良影响。只有掌
握了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和标价权，才能在瞬息万变

的国际市场上把握主动，实现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

的转变。

四、双边合作与多边协商的双管齐下

近年来，中国与产油国高层互访频繁，极大地

促进了石油出口国与中国的投资项目，双边外交成

为中国能源国际战略的主要形式。多边能源外交主
要是指围绕能源问题展开的多边外交活动，尤其是

指在国际能源组织或多边能源合作机制框架下进

行的能源对话与合作等。近年来，随着国际政治经
济和能源形势的变化，以推动能源对话与合作、缓
解能源矛盾和解决能源争端等为重点的多边能源

外交日趋活跃。由于全球石油市场和石油工业主要
由美国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的跨国石油公司所操

控，中国难以通过全球石油市场确保自己稳定的石

油供应。另外，作为全球石油需求增长最为迅速的
亚洲地区，没有一个能源政策协调和对话的技术性

合作组织，中国也就没有实现自己的能源安全战略

的平台。国家主义导向的双边战略成为中国确保能
源供应的惟一选择。[1]中国应通过众多途径开展全

球性的能源外交来应对挑战，首先是通过中国的三

个主要石油公司购买海外的油田和气田；其次与周

边国家缔结建设能源运输管道协议，由这些国家直

接向中国供给石油和天然气；最后是寻求与主要的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国建立紧密的外交关系，这主要

是通过广泛的双边互访和金融、经济援助以及扩大
贸易和加强军事联系实现的。[2]在国际能源博弈中，

中国双边主义的能源外交固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确保自身能源供应安全，但却不得不单独面对石油

出口国的高价要求和石油进口国的挤压。随着全球
范围内能源净进口国和净出口国的相互依赖与日

俱增，多边规则同双边协议相比能够为国际合作提

供更加平稳和有效的框架。促进多边能源合作组织
和法律制度的构建应该成为中国国际能源合作的

一个重要议题。中国一方面致力于改善与各国的能
源双边关系，以良好的能源双边关系作为中国对外

交往和战略的基础；另一方面，也把参与多边能源

进程作为中国扩大国际能源合作影响、凸显能源合
作地位和谋求国家能源合作利益的重要手段。[3]因

此，逐步尝试和适度参与多边主义的国际能源合

作，应该成为维护中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在维
护世界能源市场稳定、参与国际能源安全机制、保
障国际能源通道畅通、产业技术合作优势互补方
面，中国需要与能源出口国、进口国和过境国寻求
更多的利益契合点，以能源合作为契机，推进全方

位多层次的双边合作与多边合作。
对国际组织参与度和认同度的高低是判断后

发国家融入现有国际体系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总
体上，在参与国际组织方面，中国逐渐由体系的反

对者和改革者向体系的维护者转变，成为国际组织

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成
员，参加了 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 300
多个国际公约。但是在能源国际事务中，中国依然
游离在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调节世界能源供给的

核心国际组织之外。从宏观角度看，全球能源安全
与合作对中国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中国参加的各
层次国际组织和会议几乎都要涉及能源问题，从联

合国会议和 G8+5峰会，到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
会、东盟“10+3”首脑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等区
域合作组织的峰会，都要讨论诸如高油价之类的能

源热点问题。[4]中国已经成为世界能源市场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能源事务的话语权大大

[1]何帆, 覃东海. 中国能源政策的国际战略[N ]. 21世纪经济报
道, 2005-11-13.

[2](德)海因里希·克雷夫特. 中国的能源需求[J]. 国外理论动态,
2007(2).

[3]王家枢. 石油与国家安全[M]. 地震出版社, 2002年版.
[4]潘光. 改革开放 30年来的中国能源外交[J]. 国际问题研究,

2008(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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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中国与 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合作机
制，与 22个国际组织建立了多边合作机制，与全球
4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勘探开发、炼油化工和管
道项目合作。但中国参与全球能源合作程度比较
低，具有法律效力的实质性合作不多，主要是一般

性合作和对话性合作。在同盟型和协作型国际能源
组织中没有中国的身影，中国作为成员的国际能源

组织往往是协调型或者对话型组织。[1]

中国目前不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主要国际能

源组织的成员，游离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能源合作体

系之外，往往被视为体系、规则和国际惯例的“破坏
者”。为此，建立高层能源对话和合作机制，避免正
面冲突，增进共识，使国际能源博弈由“权力导向”
逐渐地转向“规则导向”。毕竟，国家间能源竞争、
对立和冲突只能通过协调和相互合作来解决，倡导

平等、合作，强调分享、共赢，在建设性的互动过程
中逐步探索和确立世界能源秩序的新规则。近年
来，为扩大自身影响，国际能源机构和能源宪章等

国际能源组织都积极发展与非成员国的关系，而在

国际经济和能源事务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角色的

中国、印度等是其积极争取的对象。从能源的视角
看，与国际能源组织实质性的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

增强中国能源供应的安全和稳定性，更好地维护相

关能源利益；在能源投资和贸易等方面，可以享受

更多的多边、有约束力的法律和政治等保障，减少
有关国家对中国能源企业特别是国企的各种歧视

或不公平待遇。对外资和贸易等法律保障方面的承
诺将极大改善中国的投资和贸易环境，增强国际社

会投资和贸易的信心。[2]在全球层面上中国应以完

善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基本规则为着眼点，积极主动

地倡议或主导国际机制的修改、完善和新机制的制
定，提高议程设定能力，成为全球规则的参与者和

主要制定者，以机制建设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进

一步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体系，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

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积极建设者。在区域层面上
进一步体现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势，加强地缘政治经

济的塑造能力，着眼于构建区域全面合作的法律制

度框架。中国作为发展中的能源消费大国应该积极
倡导创立，并让发达国家明白自身在其中的责任与

长远的利益，从而共同促进现有国际能源合作法律

体系朝着坚持“程序正义”的同时适当兼顾“实体

正义”的方向发展。[3]

此外，由于能源结构不合理，我国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大，增长快，面临越来越大的减排压力。现在
国内的能源发展必须要考虑气候变暖、减排等方面
国际规则的影响和约束。当前，以美国为首的欧美
国家正积极进行一场以发展绿色经济为核心的“经
济革命”，大力推进新能源发展，试图从战略角度抢
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在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问题

上把握主导权，在气候变化法案里镶入针对高碳国

家约束性较强的执行机制。因此，我国应积极参与
构建后京都时代国际气候法律秩序的国际谈判，在

国际气候法律秩序构建中争取获得话语权，并掌握

游戏规则的主动权和制订权，既要防止近期社会经

济发展受到严格约束限制，又要确保中长期国家崛

起能够得到国际气候法律秩序的支持，并借此树立

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结束语

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使中国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得

到极大改善，导致中国对全球化、国际体系和自身定
位认识的深刻变化。中国不仅在利益层面与国际社
会形成了深度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在身份上越来

越成为国际社会中的“利益攸关方”。在未来全球化
过程中，各国的能源安全问题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
促进的互保体系。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脱离其他国家
和地区的能源安全而保证自身的安全。我国需要以
周边国家为重点，以在全球能源供应格局中占据重

要地位的资源大国为关键，以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

家为基础，以参与和构建国际组织为舞台，全面展开

能源外交，形成与国际油气大分工相适应的多层次、
一体化和综合性的国际能源战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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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Water resources have always been a bone of contention
between India and Pakistan and in recent years the issue has even been put on the agenda repeatedly in their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over water resources are mainly derived from
political as well as economic elements. Politically speaking, the issue of water resources is mingled with that of
their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Kashmir. Economically speaking, geological environments determine their common
dependence on water resources for their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lready felt a
common pressure as water resources are getting scarce. As the demands in water resources by the two countries
for economic growth are rising, when global tendency of water resources becoming scarce due to climate change,
that sort of pressure will be building up. The only solution to the issue lies in their entering into dialogue and
setting up coordination mechanism on the water resources issue, in their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relevant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political confidence building.

8. a Reflection on the Issue of Recent Food Security, by Wei Liang, an assistant researcher with China
Institutes for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Global food security has been deeply affected by such major
problems as a long-standing tightened balance in supply, consequences of natural disasters, after-eff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speculations in currency trading, interactions of prices in grain and energy, and
shrinkage of international grain markets that have been manipulated. In the future, grain prices will be
fluctuating at high levels, imposing grave threats to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ose who suffer the
terrible hardship of hunger in the world. China has made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the global food security.
However, it still has to face with some hidden dangers to its food security,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the increase of
its grain production, deterior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 condition, gloomy situation in the investment of foreign
capitals and deficiencies in grain storage and systems in purchase and sale of grains. In dealing with grain
problems, China should take vigorous action to fully utilize bot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resources and make a
circumspect response about safeguarding its national food security.

9. an Analysis of Reform and Readjustment of China’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n Energy, by Dr.
Zhao Qingsi,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Theories,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new century, the international energy setup has undergone a drastic
change. The energy issue is growing into big-power rivalries in political, security, interests, diplomatic and other
fields. But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energy security issue of various countries can only be a mutually co-
existent, mutually promoted and mutually assured system. In the near future, China should, in reforming and
readjusting its international strategy on energy, make the following changes: reasonable calibration of resource
control and share of rights, advantageous re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support and market operations, dual
protection of spot goods and energy financing, and work both ways in bilateral and multilateral consultations. By
implementing an all -round energy diplomacy, multi -layer,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energy strategy
assessment system can be formed in compatible with big division of labor in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

10. Evolution of China’s Policy on Pirate Crackdown and the Safety of Strategic Sea-lane Passages,
by Dr. Xu Ke, an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t Xiamen University. China’s
crackdown on pirates has gone through the period of anti-smuggling, the period of anti-terrorism and the period
of escort. With the increase in intensity of the piracy issue to affect China’s safety of Strategic sea -lane
passages, China has put more special stress on the crackdown on piracy. However, there still exist some
problems with regard to this issue, such as inadequacies in coordination between and among various enforcement
agencies, in China’s navy projecting abilities and logistics support, and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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